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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艺术美理念的三大变迁

[ 作者 ] 仪平策 

[ 单位 ] 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 

[ 摘要 ] 一个时代的艺术美理念，是该时代美学发展的核心和灵魂。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艺术美理念，则是该时代美学作为“中国美学大转

折的关键”（宗白华《美学散步》第26—2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的领军角色和典型表征。正是艺术美理念的突破性转型和飞跃，

才真正带来了，也真正标志着该时代审美意识的独立和文学艺术的“自觉”。那么，魏晋南北朝的艺术美理念在推动该时期美学的大转折

方面担当了什么角色，发挥了什么作用？它是如何以自己的方式引领着这一美学“大转折”过程的？其具体的历史意涵和基本的演化轨迹

又是怎样的？……显然，这仍是一些需要深入探究的重要学术问题。本文拟从总体宏观的角度对此做一点研讨和阐释，不当之处敬请教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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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时代的艺术美理念，是该时代美学发展的核心和灵魂。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艺术美理念，则是该时代美学作为“中国美学大转折

的关键”（宗白华《美学散步》第26—2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的领军角色和典型表征。正是艺术美理念的突破性转型和飞跃，才

真正带来了，也真正标志着该时代审美意识的独立和文学艺术的“自觉”。那么，魏晋南北朝的艺术美理念在推动该时期美学的大转折方

面担当了什么角色，发挥了什么作用？它是如何以自己的方式引领着这一美学“大转折”过程的？其具体的历史意涵和基本的演化轨迹又

是怎样的？……显然，这仍是一些需要深入探究的重要学术问题。本文拟从总体宏观的角度对此做一点研讨和阐释，不当之处敬请教正。

（一）从总体宏观的角度讲，笔者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艺术美理念大体经历了三大层段的转换和变迁。从曹魏时代到西晋为发展的第一

层段；东晋至南朝宋、齐之际为发展的第二层段；南朝梁、陈和北朝后期为发展的第三层段。与这纵向展开的三大层段相对应，该时期的

艺术美理念也依次形成、展现了三大发展范式（详后）。确定这三大层段、三大范式历史展开的现实依据包含多个方面，但最重要的有两

点，一是在社会历史语境层面上，哪些人、哪个群体是推动该时期艺术美理念发生新变的主导力量，因为无论有多少因素，决定艺术美理

念发展的最直接、最根本的因素总是人，总是特定的社会阶层、社会群体。二是在思想文化语境层面上，与艺术美理念直接相关的主流意

识形态、特别是哲学价值体系在该时期发生了什么重大转变。在社会历史语境层面上，该时期最突出最重大的变化，就是出现了与秦汉时

代不同的新的社会核心力量和权力阶层，亦即首先，门阀士族取代了秦汉世家贵族的地位，而跃升为时代的主导。世家贵族主要指有封国

封邑的王侯，而门阀士族（亦称门阀世族）则主要指以“士”为骨干的累世做官的特权阶层。称世族是说他们世袭做官，称士族是指他们

掌握文化知识权力。门阀士族在经济上占有大量土地和劳动人口，不向国家纳租服役；在社会地位上高人一等，与寒门庶族的界限犹如隔

着一层天，即所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晋书•刘毅传》）。他们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享受特权，相对独立。无

论怎样说，门阀制度的形成和发展，门阀士族所拥有的特权地位，称得上是这时期一件异乎寻常十分重大的事情。它不光对大一统的中央

专制集权是一极大的冲击和瓦解，而且也为思想文化、特别是艺术美理念的新变和转折奠定了新的社会阶级力量基础。他们的人生哲学、

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审美趣好等，直接决定着此时期文艺美学思想的发展水平和趋向。事实上，此时期艺术美理念所发生的几乎所有变

化，都跟他们息息相关。因此说，门阀士族阶层的崛起，是此时期审美文化、文艺美学发展中最重要、最值得高度关注的社会语境因素。

但到南朝后期的梁、陈之际，社会阶级的主导力量发生了变动。作为同是士人阶层的寒门庶族，在这阶段开始兴盛和壮大起来。他们改变

了魏晋以来门阀世族（亦称门阀士族）的绝对统治地位，改变了“士庶之际，实自天隔”的贵贱严明的等级界限，而成为与门阀世族共享

统治权利的社会主导力量。其历史机遇主要是，梁武帝将魏晋以来的官品九品改为十八班。此一改制的实质在于，把原来一般情况下最高

能升至官品六、七品，门品约为三品的低级士子，吸收到门品二品的高级士族行列中了。这也就是说，原来寒门士人需要挖空心思加以攀

附的高门一流，现在则可以通过正式的制度途径达到了。这意味着梁代从体制上为寒门庶族文人步入社会政治文化中心提供了保证。事实

上，；梁武帝的政治策略就是努力调和门阀士族和寒门庶族之间的利益冲突，通过二者并重的官吏选拔政策，使之共同为皇权政治服务。



这一种社会主导力量之间调和势态的形成，便成为梁代的一个突出特点，并进而规定、导致了艺术美理念从这时代开始又启动了一种向更

高的历史阶段转向、重构的演进过程。在思想文化语境层面上，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士人阶层，特别是门阀士族阶层，营造了一种真正文人

化、哲学化、精神化的文化规则和话语体系。当然随着寒门庶族的逐渐崛起并动摇着门阀士族权力结构的进程，这一思想文化语境也在发

生着相应的变动，其基本的变动形式（轨迹）可以概括表述为：先是玄学的大盛和儒学的“隐退”，继而是佛学逐渐超越玄学而走向崛

兴，最后是儒学的复兴及与玄、佛精神的协调整合。这一变动过程清晰地展现出了三大层段，从而为艺术美理念发展的三大范式提供了思

想资源和基本模态。第一层段，是儒学的逐渐“隐退”和玄学的日趋隆盛。所谓儒学的“隐退”包含三重意思，一是在治学方法上，汉儒

繁琐迂腐的章句之学逐步淡出，儒家经学走向了偏重义理的玄学一途。何晏的《论语集解》、王弼的《周易注》即为这种经学玄学化的代

表之作。二是在学术地位上，儒学已不再是汉代那样为世人“独尊”的“显学”，而是走向了非主流化、非中心化和“边缘化”之途。三

是在学术信念上，士人们渐渐疏离了以伦常名教、修齐治平为主旨的儒学，开始皈依以避世全身、精神超越为要义的老庄。这是一种学术

信念、人生信念由外而内、由物而心、由伦理而性情、由名教而自然的重大转折。与儒学的“隐退”相反，以老、庄思想为基本内涵的玄

学则崛然兴盛起来。它是一种以士人为主体而生成的新的话语权力，新的人生信仰，新的文化思潮。它以不重章句、象数、语词而重义

理、内蕴、本质的全新的思维，以不重外物、伦常、事功而重内心、性情、超越的全新的理念，给处于精神苦闷和理想挣扎中的士人们吹

来了思想解放的一缕春风，带来了期待人生超越憧憬生命自由的一种审美化快乐。简言之，它是一种崇无御有、贵我轻物、主情超理、以

内乐外的人格（自我）本位论体系。第二层段，是佛学逐渐取代玄学而成为主导性的社会意识形态。佛学（主要是般若学）最初一方面处

于比附玄学或“佛以玄释”的状态，一方面又是对玄学的某种扬弃和跨越。佛学也围绕着无和有、动与静、形与神、我与物、内与外等等

玄学化范畴来思考和表述。但实质上，它对这些范畴的解释模式已大不同于玄学。它用“非有非无”、“有无一观”的话语策略，消解了

在玄学“以无为本”、“崇无御有”的命题中所包含的无和有、我和物的差异和对立，从而在哲学上建构起了物我两忘、主客如一的审美

自由关系。换言之，佛学是一种讲究有无一观、物我两忘、内外相乐、主客俱一的精神（心灵）本体论体系。第三层段，在该时期一直处

于“隐退”状态的儒学此时开始复兴，儒、玄、佛三家思想开始从对立冲突走向协调整合。儒学的复兴与寒门庶族的崛起是相联系的，因

为 “寒门”、“布衣”阶层所研习信守的主要是儒学。同时，佛学到梁代，也由前代的般若学发展到涅槃学；以竺道生所提出的“涅槃

佛性”说和“顿悟成佛”说为标志，佛学义理从谈实相之“空”转到谈佛性之“有”，从偏于般若智慧的领悟转到偏重佛性真身的修持，

从较多的学理性、超越性特征转到更多的信仰性、世俗性色彩，从而更加接近了儒学。再就是范镇著名的《神灭论》，从理论上彻底清算

了自魏晋以来就一直务“虚”尚“神”的社会意识形态，重新召唤着重“实”尚“形”的哲学文化精神。还应一提的是梁武帝的“三教同

源”说，他作为皇帝提倡的是一种以儒归释，以佛佐儒的哲学。这一切，均意味着一种新的历史文化需求正在形成，那就是协调矛盾，折

衷诸说，以在一种更高的综合层面上实现历史的飞跃。（二）同上述社会现实语境演变的三大层段相对应，该时期的审美文化及其艺术美

理念，也大致经历了三大范式的变迁。魏晋之际，艺术美理念展现的是一种以“自我超越”为主题词的发展范式。所谓“自我超越”的涵

义包括两方面，一方面可以叫作自我人格的本体化，即在魏晋士人心目中，自我、个体、人性、情感等等与群体、社会、伦理等等相对峙

的存在，应从有限个别的有为之域、物用之场中解脱出来，安置于至高无上的本体世界中。于是，作为个体的人，如何保持、实现自我的

超然、性情的自得、人性的满足和生命的快乐，便成了魏晋士人们所关注的根本问题，成了他们所凝视的人生焦点和核心。实际上，自我

人格的本体化，也就是实现了人格意识向自我、真情、生命、个体的回归，亦即钱穆先生所说的“个人自我的觉醒”①，也相当于余英

时先生所讲的相对于士阶层“群体之自觉”的“个体之自觉”。②另一方面，就是对外在价值目标的超越。与前一方面相联系，个体向

自我人格的回归，也同时意味着对伦常、名教、礼法、俗规、身份、名节、操行、功业等等外在价值目标和伦理体系的疏淡与超越，意味

着对以天下为己任的外向性信念的疏淡和超越，而且这种疏淡和超越并不是偶发的、盲目的和个别的，而是士人阶层的一种有意识的、理

性自觉的文化选择。这两个方面统一起来，便凝成和凸显了“自我超越”的主题。在一般审美文化的意义上，以“自我超越”为主题的发

展范式，乃着重对社会伦理规则与个体情感欲求之间，也就是“自然”与“名教”、个人与社会、情与理之间的历史性对峙和冲突（简称

为“情、理矛盾”）给予重新解释。“情、理矛盾”应当说是文明社会的普遍矛盾，但在不同时代、不同语境中，这一矛盾的解释模式又

常常存在差异。比如在两汉时代，这一矛盾结构的表现总体上呈现为“以情从理”模式。《毛诗序》中所谓“发乎情，止乎礼义”说，堪

称这一模式的范本和代表。在这一模式中，个体情感固然可以发表，可以满足，但始终不能越“礼”违“理”，社会伦理之“理”是个体

之“情”不能逾越的一道底线，是管制个体之“情”的绝对权力，也是一种天经地义的恒常法则，即董仲舒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

（《汉书•董仲舒传》）。但魏晋之际的玄学将这一模式大大突破了。玄学以“统无御有”、“崇本举末”（王弼）或“越名任心”、

“越名教而任自然”（嵇康）的理论架构，大大弱化乃至超越了伦理之“理”的神圣性、权威性，乃至于出现了王弼对传统的“以情从



理”说不满和怀疑的声音③，更出现了嵇康“以六经为芜秽，以仁义为臭腐”④这一对传统理性的强烈反叛意识。另一方面则是大大肯

定乃至凸显了个体之“情”的自然性和自由性。王弼的“圣人有情”说，王戎的“情之所钟，正在我辈”说，向秀的“有生则有情，称情

则自然得”说、嵇康的“人性以从欲为欢”说等等，都汇成了以“情”为本的玄学主旨。这就通过一种“主情超理”的话语策略，建构了

一种新的情理关系模式。主“情”，同时也就是贵“我”，由此也就相应形成了人格本位的、“主情超理”的、“贵我贱物”的玄学化话

语“规则”，一种特有的审美文化发展范式。这种“主情超理”、“贵我贱物”的审美文化范式，反映在艺术美理念上，首先，最为典型

的是陆机在《文赋》中提出了“诗缘情”说。此说虽是在区分各种文体的审美特征时提出的，但由于诗歌是中国传统艺术的范型和代表，

因而此说便彰显了魏晋之际人们对艺术的新看法、新解释。我们知道，先秦时期占主导地位的艺术命题是“诗言志”说。“诗缘情”与

“诗言志”是两个联系极为密切的诗学命题。“诗言志”说，固然是一偏于主体性、表现性的命题，但同时其所“言”之“志”又偏于主

体性的伦理怀抱和道德情怀，而不是一种纯个体的情感体验。朱自清说：“志”在先秦是一种与礼教不分的伦理怀抱。⑤。罗根泽说，

这一种“志”主要是儒家所讲的“圣道之志”⑥。魏晋之际曹丕的“文以气为主”说则将“志”的这个意思大大突破了，艺术的伦理政

教功能开始被疏淡，而其内含的个体生命表现的意味则突出出来。不过“气”的美学内涵仍嫌宽泛和抽象，缺乏理论的明确定性。于是，

陆机“诗缘情”说的重大意义便凸现了出来。该说不仅扬弃了“言志”论中的伦理政教内容，而且也超越了曹丕学说中气性意涵的宽泛性

和抽象性，使艺术的焦点、核心明确地凝定在个体的情感上，即将宽泛的“气”凝定为具体的“情”。朱自清说“缘情”是“言志”以外

的“一个新标目”，是“将‘吟咏情性’一语简单化、普遍化”了；它强调诗（艺术）表达的是“一己的穷通出处”，而“与政教无甚关

涉处”⑦。应当说，这是一个深得“缘情”说之精髓的经典阐释。从此，“缘情”论便取代先秦以来的“言志”说，成为中国文艺美学

的主流话语之一。这意味着，自陆机开始，一种同“人格超越”时代主题相呼应的、以内向化、“一己”化、个人化为特征的缘情论美学

思潮已然确立。魏晋之际“自我超越”的审美文化主题在文艺美学领域已结出了相当成熟的思想果实。其次，以陶渊明、顾恺之为代表，

在艺术表述中流露出自觉的贵“我”贱“物”情怀。陶氏诗中写道：不觉知有我，安知物为贵。（《饮酒诗》之十四）人为三才中，岂不

以我故。（《神释》所以贵我身，岂不在一生。（《饮酒诗》之三）贵“我”贱“物”，也就是重内心、性情、自然而轻外物、伦理、名

教，就是将人生的焦点、文学的重心转移到人格的超越、生命的满足和性情的自得上来。顾恺之则将人物画的审美核心规定为“以形写

神”，亦即不以外形的似与不似为主，而以人格、性情、精神的充分表达为重，所以特别强调眼睛对于传人物之神的重要性。陶渊明和顾

恺之所表达出来的艺术美理念，正是对玄学语境中以“自我超越”为主题的审美范式的呼应和契合。（三）东晋至南朝宋、齐之际，该时

期艺术美理念又发生了重要的内涵转换，即生成了一种以“情灵摇荡”为主题词的发展范式。所谓“情灵摇荡”一词，引自梁代萧绎《金

楼子•立言》，指文学应抒写情感心灵之意。“情”和“灵”在这里分别作为两个各有偏重的词。“情”指称性情、情感，“灵”则指称

心灵、精神。可以认为，个体人性、情感的充分张扬和内在心灵、精神的空前开掘，是“情灵摇荡”一词所包含的重要内容，也是这一阶

段审美文化的鲜明特征。不过相对来说，主体内在心灵、精神世界的空前开发和自由扩展，更代表这一阶段审美文化发展的主流趋势。这

一事实意味着，魏晋南北朝士人阶层在此前阶段实现了以自我为本位的“人格超越”之后，在这一阶段又进入有史以来以精神为本体的内

心廓张时期，或者说步入一个空前地专注于“心灵自由”的时期。之所以该阶段会步入以“情灵摇荡”为主题词的心灵廓张阶段，是因为

在现实背景上，魏晋之际那种个体与社会、“自然”与“名教”、性情与伦理的尖锐冲突，到这一阶段已相对降温、淡化了，而同时，一

种深入内心世界，廓展主体精神，追求情灵无限自由的文化欲求则日益成为这一时代的主流。因此，主要不再是“情、理调和”，而是

“心、物两忘”成为该阶段士人们所关注的审美核心问题。而从思想资源上讲，这一阶段，般若佛学逐步置换、取代魏晋玄学而成为社会

意识形态主流。佛学用“非有非无”、“有无一观”的“性空”论话语策略克服了玄学在解说“有”、“无”关系、建构“有”、“无”

模式方面的局限性，从而一方面消解了玄学力图解决但仍未真正解决的主与客、物与我的差异和矛盾，建构了一种真正“物我两忘”、

“情景交融”、“内外相乐”、“主客俱一”的审美关系，一方面则将魏晋玄学所标榜的“人格（自我）本体位”观念转换为佛学所崇尚

的精神（心灵）本体论意识，进而大大开发了主体的内心世界、精神世界。这样一种主客关系和本体移位，适应了该阶段士人阶层的精神

需要，进而促进了“情灵摇荡”这一聚焦自由心灵的审美范式的产生。这种以“情灵摇荡”为主题的、以心灵（精神）为本体的，讲究物

我两忘、主客如一的审美范式，反映到艺术美理念上，则大大推进了中国文艺美学思想的突破性发展。其主要体现是，其一，在文艺美学

思想中，对“心”、“意”、“神”、“韵”、“文”等审美范畴的关注和强调成为主流。范晔的“以意为主”说、萧子显的“各任怀

抱”说，宗炳的“畅神而已”说，谢赫的“气韵生动”说、王羲之的“点画之间皆有意”说、萧统的“以能文为本”说等等，均清楚表明

一种以主体性心意、精神、韵味、美文为焦点、为重心的写意论美学的渐趋崛起。这对唐宋以后尚意论文艺美学思想的发展可谓有着荜路



蓝缕之功。其二，在艺术语言表述中，以谢灵运、宗炳为代表，从“贵我”转向了“赏心”，从“传神”转向了“畅神”，亦即将艺术活

动视为一种赏心畅神的特殊方式。谢灵运的山水诗尤为典型。他不再象田园诗那样旨在表达一种明显的贵“我”贱“物”之意趣，而是鲜

明地显示了一种以“心”为本的“赏心”、“感心”、“悟心”等审美意趣。在谢诗中我们可以随处看到这样的句子：邂逅赏心人，与我

顺怀抱。（《相逢行》）将穷山海迩，永绝赏心悟。（《永初三年七月十六日之郡初发都》）含情尚劳爱，如何离赏心。（《晚出西射

堂》） “赏心”一词，据《汉语大词典》解释，是“心意欢乐”和“娱悦心志”之意。可见，构成谢诗核心的不是“人格”而是“心

意”。但同时谢灵运写的是山水诗，而不是直抒胸臆的表情诗，因此诗人的“赏心”又是通过感物写景完成的。换言之，我与物、情与

景、主与客、意与象在心灵（精神）本体上是泯然无隙，两忘俱一的。总之，在谢灵运那里，不是“自我”而是“心意”，不是人格的超

脱而是心灵的娱悦，不是贵“我”轻“物”的情性自守而是“物”、“我”两忘的心灵自由，成为其山水诗的基本审美题旨。这与佛学语

境中形成的以“情灵摇荡”为主题的审美范式正是一致的。（四）南朝梁陈和北朝北魏之后，该时期艺术美理念又出现新的变折，那就是

开始生成一种以“合其两长”为主题词的发展范式。所谓“合其两长”，词出《隋书•文学传序》，其中有句云：“若能掇彼清音，简兹

累句，各去所短，合其两长，则文质彬彬，尽善尽美矣”。这是《隋书》在比较了南朝“永明、天监之际”、北朝“太和、天保之间”，

以“洛阳、江左”为代表的南北诗人后说的一段话。这段话，显然表达的是对南、北两朝的诗歌创作走向综合的一种审美期待。“合其两

长”的“两”，自然指的是南北双边之“两”。因为，无论是地域特色，还是文化语境，抑或是审美趣尚，南、北两朝之间的差异是显而

易见的（比如南朝偏重文采阴柔、讲究任情越理、推崇审美意味，而北朝偏重质直阳刚、强调以情从理、推崇伦理功能等）。不过，若往

深里看，这个“两”又不仅指的是南、北两朝，也同时指的是古与今、新与旧意义上的两方面。因为南、北审美文化之间那些横向地、区

域性地展现出来的差异，实际上也正是魏晋以来所纵向地、历史地展现出来的新与旧、今与古的差异和冲突。因此，就“合其两长”的完

整涵义讲，应既是南北之间的调和，也是古今、新旧之间的综合。这种“南”与“北”、“古”与“今”审美文化的大综合，就具体内容

说，也就是魏晋以来崛起的以玄、佛为本的审美文化新潮（这种新潮在南朝获得深入发展）与两汉之际以儒学为主的审美文化传统（这种

传统基本为北朝所继承）开始从冲突趋于调和。所以到这一阶段，一种将南北、古今、新旧审美文化“各去所短，合其两长”地综合起来

的历史意识开始产生。这种以“合其两长”为主题词的、旨在调和南北、古今、新旧之矛盾和差异的审美范式，反映在该阶段的艺术美理

念上，则是一方面，美学观念内部出现了魏晋以来最为激烈的冲突和对抗，以裴子野为代表的儒家美学，高举“劝善惩恶”的伦理功用主

义美学大旗，对魏晋以来的缘情主意的美学新潮进行了猛烈抨击；而“宫体诗”领袖梁简文帝萧纲，作为身体力行地将魏晋以来缘情思潮

推向极致的代表人物，则对裴子野的观点进行了尖锐的反击和有力的驳斥。不过，另一方面，这种“各执一端”的对峙态势，恰好促成了

古典审美文化内在调节机制的适时启动。其主要标志，就是在诗、书、画美学领域，以刘勰美学思想为代表，出现了一种旨在融通新旧、

调和古今、汇流南北的美学意识，一种旨在将古典审美文化所历史展开的各种矛盾因素、对峙观念折衷综合起来的理论取向。刘勰提出了

“不屑古今”、“唯务折衷”之说，并通过《文心雕龙》的写作企图全面落实这种美学折衷意向，从而成为该时代综合美学的典范。与此

同时，钟嵘在诗歌美学上提出了统一“文繁”与“意广”、“风力”与“丹彩”的“滋味”说（《诗品》）；梁武帝萧衍在书法美学上则

要求“抑扬得所，趣舍无违”；“扬波折节，中规合矩”；“分间下注，浓纤有方；肥瘦相和，骨力相称”（《答陶隐居论书》），姚最

在绘画上则主张“质沿古意，而文变今情”，既讲究“意在切似”，又强调“特尽神明”（《续画品》）等等，与刘勰一起汇成了旨在调

和折衷的时代美学最强音。尤值得注意的是，北朝自北魏起，艺术美理念也在发生着几乎同步的变化。在文艺美学思想上，颜之推明确提

出了“宜以古之制裁为本，今之辞调为末，并须两存，不可偏弃”（《颜氏家训•文章》）的“今古两存”命题。在艺术实践上，则表现

为以庾信为代表，开创了将南诗精巧纯熟的艺术技巧和北国浓郁沉重的乡愁体验密切融汇在一起，将南朝诗歌的细腻婉丽和北地民歌的朴

质刚健完美地结合在一起的综合型新诗体、新境界。这一切变迁，均凝成了同一个以“合其两长”为主题的审美总范式，奏响了同一种以

“合其两长”为旨趣的美学主旋律，从而为中国艺术美理念走向唐宋的圆熟奠定了历史基础。注释： ①钱穆《国学概论》，第一四七

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 ②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第310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 ③《魏志》卷二十八《钟会传》

注引何劭《王弼传》 ④《嵇康集•难自然好学论》，载《鲁迅辑录古籍丛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 ⑤朱自清《诗言志辩》，

第3页，上海，华东师大出版社1996年 ⑥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一〉，第42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 ⑦《诗言志辨》，

第34—35页，上海，华东师大出版社199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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